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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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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化媒体以新的传播机制，对信息传播格局带来影响，并对现实社会产生越
来越大的作用。社会化媒体的传播特点，也对公众、传媒业者以及政府机构与官员的媒介素养
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公众来说，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应该包括媒介使用素养、信息生
产素养、信息消费素养、社会交往素养、社会协作素养、社会参与素养等。对于传媒业者来说，
社会化媒体时代对他们的媒介素养提出的新要求包括，对社会化媒体的认识与运用能力，社会
化媒体时代的数据与技术素养，在社会化媒体中“公”、“私”界限的把握能力等。对政府机构
和官员来说，媒介素养不是简单的“应对媒体”的能力，而应该表现为对媒体角色、功能的认知
及相应权利的保障，对社会化媒体价值的认知及对公众相应权利的保障，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
与保障，与媒体及公众的交流意识和能力。公众媒介素养、传媒业者的媒介素养以及政府机构
与官员的媒介素养，这三者是同时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对于一个平衡的、积极的信息传播
系统来说，三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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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把媒介素养的重要性进

一步凸显出来，它的内涵及适用的主体，也在不断

扩大。
1992 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给出了如下

定义: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

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

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1］

也有国外学者认为，媒介素养是“在印刷媒

体或非印刷媒体等各种形式媒体中获得信息、分
析信息、评估信息、传播信息的能力”。①

在国内，一种有代表性的认识是，媒介素养是

指媒介受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能力以及

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

能力。［2］

虽然国内外研究者普遍把媒介素养仅仅定位

于公众的媒介素养，但也有学者提出过不同见解。
例如，陈力丹认为，“媒介素养分两个层次: 一个

是公众对于媒介的认识和关于媒介的知识，另一

个是传媒工作者对自己职业的认识和一种职业精

神”。［3］在陈力丹看来，传媒业者的媒介素养也是

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近年来，对于其他主体例如政府机构及政

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的提法也开始出现，而且也进

入到研究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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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媒介素养的相关研究逐步增加，但是总

体比例还很低。从 CSSCI 来源期刊中发表的论文

来看，2000 年后才出现与媒介素养相关的论文。
标题含“媒介素养”的文章情况为: 2000 年 2 篇，

2003 年 3 篇，2004 年 13 篇，2005 年 15 篇，2006
年 17 篇，2007 年 33 篇，2008 年 34 篇，2009 年 22
篇，2010 年 34 篇，2011 年 30 篇。以“媒介素养”
为关键词的文章的情况为: 2000 年 2 篇，2003 年

3 篇，2004 年 12 篇，2005 年 21 篇，2006 年 20 篇，

2007 年 39 篇，2008 年 48 篇，2009 年 28 篇，2010
年 41 篇，2011 年 43 篇。可以看出，2007 年以来，

相关研究有了明显增长。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两

大类:

一类是概述性文章，例如，关于媒介素养的一

般性介绍以及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状况的介

绍等;

另一类是对于某些群体的媒介素养状况的调

查与研究，例如，青少年群体、女性群体、农民工群

体等，近两年来，也开始有研究涉及政府官员这样

的群体。
无论是哪个角度的研究，都主要是关注传统

媒体或网络 1． 0 时代的媒介素养，较少涉及社会

化媒体对媒介素养提出的新挑战。此外，在国内

多数的媒介素养研究中，对媒介素养背后政治因

素的关注还较为缺乏。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大卫·
帕金翰在题为《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 超越保护

主义》一文中曾指出，将媒介素养教育视作更广

泛的民主化运动的一部分的思想，是英国媒介素

养教育发展的两大倾向之一。［4］而这的确是媒介

素养研究及教育的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本文将从公众、传媒业者和政府机构及官员

这三种主体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化媒体时代媒介素

养的含义及其变化，并从传播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中对三者之间的深层关系进行分析。

一、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与传播格局

社会化媒体之所以对各种不同主体的媒介素

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因为它新的传播特点以

及对整个传播格局的影响。
社会化媒体是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的内容生产

与交换平台。社会化媒体的基本特征有如下两个

方面:

一是内容生产与社交的结合，社会关系与内

容生产两者间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的

需求促进了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内容生产，反过

来，这些平台上的内容也成为连结人们关系的

纽带。
二是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主角是用户，而不

是网站的运营者。
尽管社会化媒体的应用在网络 1． 0 时代已经

出现，但在 1． 0 时代，整个互联网是以门户网站为

核心的。但门户模式是对传统大众传播模式的沿

袭，而今天的 Web2． 0 时代，互联网的重心正在转

向社会化媒体。也可以说，互联网关键的变革之

一，便在于从门户时代转向社会化媒体时代。社

会化媒体真正代表了网络传播对传统大众传播的

冲击。
目前来看，社会化媒体主要依赖以下几种传

播机制: ②

1. 社会网络的过滤机制，实现了公共信息的
凸显与个性化信息的满足

与门户时代点对面的传播模式不同，社会化

媒体平台上，信息的传播更多地是以个人的关系

网络( 或者说社会网络) 为渠道的。人际关系网

络中并没有传统大众传播机构中的“把关人”，但

是，它也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把关”。具有公共价

值的信息的凸显，依靠的是平台上用户通过转发、
评论实现的全民“投票”。而对用户个体来说，自

己的社会关系圈子，成了自我定制的信息源，这些

信息源成为信息个性化的重要保障。
2. 意见领袖的“权力”机制，带来了社会化媒

体议程的民间设置
意见领袖在社会化媒体中可以扮演强势内容

源、信号放大器、流向调节阀、意见气候营造者等

角色，这些角色造就了他们的议程设置能力，他们

的信息与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化媒体

中信息与意见的走向。
社会化媒体的议程设置也会受到如政府、平

台运营商等其他力量的干预。但是如果从整个社

会化媒体时代来看，意见领袖所扮演的角色及其

影响，将是长远的。
3.“自组织”的协同机制，促成了社会化媒体

的自我修正与进化
社会化媒体赋予了每个人发布信息的权利，

因此，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难以避免，谣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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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与社会化媒体相生相伴。但这个平台对于谣

言并非完全束手无策，网民自发形成的协同工作，

可以在某些时候完成对谣言的辨识与纠正。当

然，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起作用，

其效果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的

提高，正是促使自组织机制进一步完善的基础。
社会化媒体对于传媒业的影响是多方位的，

但以下两个方面的挑战更为突出:

从信息生产模式方面看，用户生产的内容

( UGC) 将与专业媒体平分秋色;

从信息消费模式方面看，自我定制信息源、以
个人关系网络为传播渠道的“个人门户”将对过

去专业媒体以及门户网站的中心地位形成挑战。
社会化媒体的传播机制，以及对信息传播格

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会影响到新媒体，也会辐射

到各种传统媒体。社会化媒体在民意表达、舆论

形成中的作用也日趋明显。
尽管社会化媒体的主角是用户，但它的用户

不仅有一般网民，也包含专业媒体、政府机构等，

社会化媒体的生态是多种主体共同造就的，这些

主体的媒介素养共同决定了社会化媒体的发展，

也由此影响到现实社会生态和社会发展进程。

二、社会化媒体时代公众媒介素养的重定义

公众是社会化媒体的基础要素，是社会化媒

体中最基本、最活跃的力量。
以往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更多是针对传统

媒体时代的受众，也就是作为纯粹的消费者的受

众。但是，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受众不仅是消费

者，更是内容的一种生产者，是媒介活动的积极参

与者，因此，对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公众媒介素养

的认识，需要从建设者或生产者这样一个角度加

以扩展。同时，这些媒介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到网络社会的秩序甚至现实社会的秩序，影响

到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这些素养也是社会参与

的素质与能力的体现。
对于公众而言，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

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媒介使用素养
除了纸质媒体要求的文字阅读能力外，传统

媒体几乎没有使用的“门槛”，但新媒体对于使用

者的技术能力要求是较高的。网络、手机甚至三

网融合时代新的电视终端，都要求使用者掌握一

定的技术。各种社会化媒体应用，也都需要以掌

握相关操作为前提。所以媒介的基本使用能力，

成为媒介素养的基本要素之一。
媒介使用素养，不仅体现为相关技术的掌握，

还应该表现为对新媒体技术和应用的合理、合法

以及节制的使用等。
2. 信息消费素养
新媒体时代信息的海量膨胀以及来源的多元

化，意味着消费者面临着空前复杂的信息选择环

境，因此，作为信息消费者，公众需要具备更多的

选择、判断与辨识的能力。包括:

( 1) 在海量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

除了借助专业媒体、门户网站的“过滤系统”
外，公众还有两种渠道来进行信息筛选:

一是依赖搜索引擎的帮助。这时个体的搜索

技巧会影响到其获取信息的质量。掌握足够的搜

索工具与搜索能力，也是媒介素养的体现。
二是依赖社会化媒体中的关系网络，也就是

通过自己信赖的机构或个人，来完成信息的筛选。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信息源的判断与选择，成为获

得高质量信息的基础。特别是对那些以个人形式

存在的信息源的甄别能力，是对公众新的挑战。
( 2) 对信息的辨识、分析与批判能力

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就强调培养受

众对媒体信息的分析、判断能力。而社会化媒体

时代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播渠道的多样化，都使

得信息构成更加复杂，因而社会化媒体时代更强

调个人把关。对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权威性等

的辨识与分析，成为受众信息消费过程中自我把

关的基本表现。此外，人们还需要形成对信息的

批判性解读能力。
社会化媒体中的个性化传播，可能会造成人

们的“信息偏食”，使人们失去对完整的信息环境

的认知，因此，个体应该有意识地通过大众媒体来

“纠偏”。努力获得全面、平衡的信息，不仅是信

息消费素养的重要的体现，也是实现理性的公共

交流的基础。
而更高层次的辨识与分析，在于对内容的长

远价值所作的判断。这样一种判断与选择，不仅

有着一种“即时”的作用，更会有着“延时”的影

响，即对于个体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等，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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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中，人们的信息消费在很

多时候受到他人的影响，人们对信息的分辨，不仅

要排除信息环境所带来的干扰，还要排除群体环

境所带来的干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3. 信息生产素养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公民新闻日益普及，公众

作为信息的生产者的作用不断凸显，普通公众提

供的信息对于新闻传播的格局已经形成重要影

响，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关的训练，普通人提

供的信息的质量良莠不齐，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

了传播秩序的混乱。
因此，过去只是针对媒体从业者开展的媒体

工作原则的教育以及技能的训练，也应该逐步扩

展到普通公众，使他们具备传播者应该具有的素

养。具体而言，这种素养表现为如下两方面:

( 1) 负责地发布信息和言论的素养

社会化媒体带来了更多的公共话语空间，它

的传播机制也大大提升了普通个体的信息和言论

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个体都有对自己

发布的内容进行把关的责任。
这种责任既体现为对信息的真实性把关，也

体现为对自己的信息和言论的社会影响进行评

估，避免它们对他人权利的侵害或对社会公共利

益的危害。
( 2) 负责地进行信息再传播的素养

社会化媒体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复杂的再

传播过程。正是再传播过程，极大地放大了某些

信息的影响力。而在这个过程，普通公众所起的

作用是最明显的。因此，公众不仅要对自己发布

的信息与言论负责，还要逐步形成对再传播负责

的意识，谨慎对待诸如“转发”这样的传播行为。
4. 社会交往素养
社会化媒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交往网

络，它有可能拓展人际交往的广度，也有可能加强

人际交往的深度，而这种交往的拓展与深化有可

能带来新的社会文化。但是，能否将媒介提供的

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取决于人们运用新媒

体进行交往的能力。
新媒体中的交往能力不仅表现为对相关技术

的掌握，还表现为对交往对象的选择、交际网络的

维护等方面。
社会化媒体中的交往是一种平等的互动，每

个人都希望在这种交往中得到尊重与报偿。因

此，尊重他人权利，也是社会交往素养的一个重要

方面，这包括尊重他人的表达权利、隐私权、知识

产权等方面。
5. 社会协作素养
诸如维基应用这样的社会化媒体也开启了全

新的社会协作模式，未来的技术将使社会协作在

更大范围内展开，这也使社会协作的思想和素养，

成为社会化媒体时代公民必须具备的素养。
个体的社会协作的素养应该包括: 与协同工

作的其他人达成一致目标的能力; 为自己在协同

系统中定位的能力; 执行协同任务的能力; 与协同

工作的他者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
6. 社会参与素养
互联网等新媒体一直被认为将对社会民主的

进程起到重要作用。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其基本

保障之一是公民的自由平等和理性参与。网络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但并不

必然提高公民的社会参与素养。因此，提高公民

的社会参与能力，不仅关系到网络世界的秩序，也

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微博等社会化媒体，被人们寄予了成为“公

共领域”的厚望。而社会化媒体平台要能成为公

共领域，就需要尽可能地实现哈贝马斯所说的

“理想的商谈环境”的目标。哈贝马斯对理想的

商谈环境提出的理想化原则包括:“( 1) 每一能言

谈和行动的主体都可以参加商谈讨论; ( 2 ) a. 每

人都可以使每一主张成为问题; b. 每人都可以将

每一主张引入商谈讨论; c. 每人都可以表示他的

态度、愿望和需要; ( 3) 没有一个谈话者可以通过

商谈讨论内或商谈讨论外支配性强制，被妨碍体

验到自己由( 1 ) 和( 2 ) 确定的权利。”③尽管完全

实现这样一种理想几乎不可能，而且这样一种理

想环境也需要制度的保障，但这些理想化原则，的

确是有价值的。而每个参与个体的素养的提高，

无疑有助于接近这一目标。
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公民的社会参与能力

主要体现为，关注公共事务，积极参与公共话题交

流，尊重公共规则和他人的表达权，学会理性表达

与讨论。

三、社会化媒体时代传媒业者媒介素养的新拓展

普通公众参与新闻传播的机会越来越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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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程度越来越深，这不仅意味着公众媒介素养构

成要素的变化，也意味着传媒从业者的媒介素养

的相应变化。在社会化媒体背景下，传媒业者的

媒介素养的拓展，主要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1. 对社会化媒体的认识与运用能力
社会化媒体正在打破原有的传播格局，如何

认识公民新闻与专业媒体的关系，如何改变原有

的思维与工作模式去适应新的形势，如何在保持

传媒人的专业精神基础上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与

职责，这是传媒人首先要完成的认识上的变革。
社会化媒体中蕴含着海量的信息资源。其中

一些资源是媒体发现选题、延伸报道或者检验报

道的基础，但如何发现、验证并合理利用这些资

源，对媒体人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运用好社

会化媒体资源，意味着媒体人要具备一些新的

能力:

( 1) 对社会化媒体信息的辨识能力

虚假新闻、不实信息，是目前困扰社会化媒体

的一个重要问题。虚假信息的成因复杂，但无论

如何，要使社会化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形成更

重要的影响力，就需要在信息的质量方面有更高

的追求，而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应该是专业媒体

及媒体人。
尽管前文提到公众在再传播中应有负责意

识，但对于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用户来说，

让他们对自己发布或转发的每一条信息的真实性

和准确度负责，也并不现实。
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专业媒体人，应该有意

识地扮演起信息的验证者与过滤者的角色。而这

意味着他们也必须提高自己在这方面的素养，因

为他们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信息来源。
( 2) 对社会化媒体资源的协调、组织与整合

能力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专业媒体需要与公民新

闻全方位“对接”，才能实现对公民新闻能量的充

分吸纳和转化。这不仅仅意味着建立社会化媒体

平台或账号，更意味着要通过有效的业务模式发

掘不同信息和不同个体的价值，并将其有机地组

织起来。
对社会化媒体资源的整合能力，在很大程度

上体现为对碎片信息的筛选与整合能力。
社会化媒体上的公民新闻传播有一个基本特

点，那就是碎片化传播，这通常表现为信息来源的

多元化、观察视角的分散化、信息文本的零散性和

信息要素的不完整性。
公民新闻的碎片化传播有它自身的价值，但

是，碎片信息只有经过筛选、整合，才能最大程度

地实现其价值。而碎片的整合工作，更多地应由

专业媒体或媒体人来完成。
但媒体及媒体人需要完成思维的转变。社会

化媒体普及以来，不少媒体人面对碎片化信息，只

是简单地批评与抵制，把碎片信息作为自己的对

立面，而未来媒体人的思维与工作模式，需要建立

在对碎片信息的价值认同和利用基础上。
当然，除了对碎片信息进行整合外，建立合理

的协同工作机制，有效进行社会化媒体力量的调

动、配置与整合，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国外，

“众包”模式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媒体所借鉴。《连

线》杂志编辑杰夫·豪( Jeff Howe) 在 2006 年提

出的“众包”( crowdsourcing) 概念，指的是通过互

联网将某一工作任务发包给若干人，特别是网络

社区的 成 员，来 获 得 所 需 要 的 服 务、创 意 或 内

容。④这样的一种方式，强调工作任务的完成者不

是公司内部的员工或传统的雇员，而是来自于网

络中的志愿者和业余工作者。另一方面，它强调

了集体的协同工作而不是个别人的贡献。众包模

式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者。
2012 年获得普利策“国内新闻报道奖”的美

国原生网络媒体《赫芬顿邮报》，是运用众包模式

的范例。只有 150 名左右带薪工作人员的《赫芬

顿邮报》，有超过 3000 名的博客作者，此外还有

12000 名“公民记者”，这些博客作者和公民记者

的协同 力 量，成 为《赫 芬 顿 邮 报》的 核 心 资 源。
《赫芬顿邮报》称它的工作模式是一种生产者与

消费者之间的“共享事业”。这样一种共享事业

也应是未来所有媒体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有新的思维与工作机制。
( 3) 运用社会化媒体进行自我拓展的能力

社会化媒体不仅可以给专业媒体提供补充性

资源，更有可能为媒体带来全方位的拓展空间。
例如报道的拓展、个人能力的拓展、产品的拓展和

品牌的拓展等。只有充分认识社会化媒体的传播

模式与规律，才能把社会化媒体的潜力真正转化

为个人与媒体的能力。
2.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数据与技术素养
社会化媒体中用户的参与带来了巨大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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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社会化媒体时代也是大数据( Big Data) 时代，

要更好地利用社会化媒体资源，就需要有大数据

技术作支撑。
大数据技术不仅使社会化媒体及其他来源的

数据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资源，而且在全面地影

响现有的新闻生产模式与机制。过去只能由专业

媒体人完成的新闻报道中的某些核心环节( 例如

新闻编辑、新闻写作) ，如今也正在受到大数据技

术的挑战。大数据技术对于全局状况的揭示，在

某种程度上比媒体人的个别角度、个别层面的观

察更为全面。大数据技术对于趋势的预测，也往

往比个别专家的判断更为准确。这些都会使得新

闻业的质量标准发生变化，仅仅依靠人的力量完

成的深度报道，在大数据技术的参照下，有时会显

出其局限性。
要应对社会化媒体的挑战，需要相应技术手

段的变革，而这一直是媒体的一个弱项。不少媒

体人对日益进入新闻生产核心环节的各种技术存

在着抵触心理，但是这种抵触未必能阻止技术在

新闻业的渗透步伐，相反，只会使媒体失去一些

先机。
当然，对于具体的媒体或媒体人来说，要掌握

大数据等技术并不是一件易事，甚至对多数人来

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未来的传媒机

构需要更多地依赖外部力量的支持。与相关企

业、机构的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大数据的收

集、分析与挖掘。
但无论借助什么样的外部力量，媒体和媒体

人都需要开始形成与大数据技术相匹配的思维，

理解如何通过数据分析来补充人工分析的不足，

理解如何将人的能力与机器的数据处理能力更好

地结合起来。这并不意味着人在技术面前的投

降，反而是人成为技术的主宰者的基础。
3. 社会化媒体中“公”、“私”界限的把握

能力
虽然社会化媒体为媒体及媒体人带来了很多

新的可能，但随之而来的一个直接挑战是，当媒体

人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活动时，他们的行为是机

构行为还是个人行为，这之间的界限的把握已经

越来越困难。
尽管绝大多数媒体人都在自己的微博或其他

社会化媒体账号中声称在此的言行与所在媒体无

关，但由于他们的特定背景，人们还是很难将其在

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和言论与其所在的媒体完全

隔离开来。
代表个人还是代表媒体，为个人行为负责还

是为媒体声誉负责，这成为社会化媒体平台中，媒

体人时时要思考与把握的问题。
路透社、BBC、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

邮报》、《洛杉矶时报》、CNN、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法新社等媒体已经制定了社会化媒体使用的手册

或指南，明确了媒体人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公私

行为之间的界限及把握原则。无论是否落实成手

册，相关原则的制定，以及对媒体人的普遍培训，

都是必要的。

四、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机构

与官员媒介素养的再认识

社会化媒体时代舆论热点的形成有了很多新

特点，舆论对于社会事件进程的影响作用也日益

明显，而大多数舆论事件中，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

都是政府机构或官员。在一系列事件之后，政府

机构和官员对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舆论、舆情有

了格外的关注，也因此，对如何在这些事件中面对

媒体和公众有了格外的关注，政府机构与官员的

媒介素养问题也因此被提出来。
从危机应对等角度提出政府机构与官员的媒

介素养问题，本身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仅仅从

“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如何更好地通过媒体来

化解危机”这样的角度来认识政府机构和官员的

媒介素 养，恐 怕 是 一 种 短 视 行 为，甚 至 会 带 来

误导。
政府机构与官员的媒介素养，不应该被曲解

为欺骗公众和驯服媒体的能力，也不应是在危机

时刻掩人耳目、堵媒体和公众的嘴的能力。对政

府机构与官员的媒介素养的认识，需要超越“危

机应对”，在更深的层次展开。
在这个角度谈媒介素养，也不应仅把它的适

用对象放在政府官员这样的个体上。影响整个传

播环境的更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机构。对政府机构

来说，媒介素养不仅体现在能力层面，还更多地体

现在观念和制度层面。
对于政府机构与官员来说，媒介素养至少应

该包括如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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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媒体角色、功能认知及相应权利的保障
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之所以在面对媒体时说

出一些“雷人语言”、做出一些“雷人行动”，其本

质不是应对媒体的技巧的生疏，而是对媒体的角

色、功能的认识的错位。他们没有把媒体作为社

会公器来看待，不理解媒体所应扮演的角色和履

行的职责，同时，对今天的大众传播规律也缺乏

了解。
因此，如果要普遍提高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媒

介素养，就不应该仅仅把媒介素养的教育定位在

应对媒体技巧的培训上，而是应该让他们从现代

政治制度和传播规律的角度，更充分、全面地认识

媒体和传媒业。
更重要的是，相关政府机构应该调整和完善

相关的制度，保障媒体正常履行其职责，同时自觉

接受媒体的监督。
对于政府机构和官员来说，媒介素养只是表

征，它的背后是执政的理念与水平，更是相应的制

度。没有相应的制度作基础与保障，再好的技巧

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2. 对社会化媒体价值的认知及对公众相应

权利的保障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就像媒体必须进行的思

维变革一样，政府机构和官员也应认识到，社会化

媒体已经是整个信息传播格局中一个不可或缺的

部分，而公众已不仅是媒体的受众，他们同样是重

要的传播力量。公众的表达和传播权利应该得到

尊重与保障。
在这个方面，需要对舆情、舆论等问题有重新

的思考。
尽管最近几年政府机构对舆情与舆论有了前

所未有的重视，但是，这其中也存在着把舆情当作

“敌情”来监测和防范、把舆论简单当作“坏话”或

“险情”来处理的倾向。在这样一种思维下，一些

政府机构或官员把社会化媒体视作危险地带，更

多地希望通过“防”和“堵”的方式来掌控局面，但

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尽管网络以及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舆论不等

于整个社会的民意，但它已是民意的重要风向标，

是反映社会环境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化媒

体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冲突，本身是现实社会矛盾

冲突的反映。所以尊重和保障网民表达的权利，

尊重社会化媒体中的舆论，才能全面地认识真实

的现实社会和自身存在的问题，而这是政府机构

做好工作的基础。
3. 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与保障
2007 年 1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 条 例》在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 上 通 过，并 于

200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这样一个法规，对政府

机构的信息公开提出了制度性要求。
互联网为政府机构的信息公开提供了网站、

博客、微博等多种渠道，近些年来，各级政府机构

网站、电子政务平台、政务微博等，也普遍兴起，从

数量上看，建设成果是显著的。
但是从信息公开的意识及渠道维护方面看，

问题仍然普遍。很多网站和微博是突击性的政绩

工程，很快就成为“废墟”或“僵尸”。信息更新不

及时，反馈机制不畅，使得很多平台变成摆设。
即使有些平台得到了较好的维护，但是，如果

没有信息公开的诚意，这些平台也仍然不能成为

有效的沟通渠道。
如何有效地进行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与维

护，如何保障相关信息的持续公开，这仍是政府机

构媒介素养的核心要素之一。
4. 与媒体及公众的交流意识与能力
近几年，“危机应对”一词越来越多地成为一

些政府部门与官员的关注焦点，但“应对”这个词

却也可能包含了这样一种危险: 那就是只求“灭

火”，在社会上平息危机影响，而没有真正地反思

危机原因和工作失误，也因此，危机可能一再发生

甚至愈发恶劣。“应对”一个词还可能包含一种

倾向，那就是只讲技巧，不讲诚意。
另一方面，在不少危机事件中，我们都看到这

样一种结果，事件发生后，一些政府部门或官员出

来“应对”，但越“应对”，人们的情绪越激烈。除

了既往形象以及表达的方式和水平问题外，这种

情况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于“出了问题

才出 来 说 话”的 机 构 和 官 员 会 本 能 地 怀 疑 和

抵制。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也许是一些

政府机构和官员在公共信息沟通方面的一种状态

的写照。
因此，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危机时刻”以及

危机应对，未必是成熟的媒介素养的体现。真正

的媒介素养，应该是理解交流的本质，使自己与媒

体及公众的交流常态化，让日常交流渠道变得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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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有效。
近两年，政务微博逐渐成为政府机构与官员

与公众沟通的日常渠道，一部分机构与官员也作

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但仍有不少政府机构与

官员在运用微博时的思维、姿态，都不能适应社会

化媒体这块土壤。政务微博的发展是一个良好的

契机，但对政务微博的理解与运用，不能限于技巧

的层面，思维、理念的变化，仍是核心与根本。

五、三种媒介素养的内涵及其关系

社会化媒体带来了传播格局空前的复杂化。
面对着社会化媒体中信息鱼龙混杂的现象，特别

是谣言传播现象，强调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以及

公民自律，自然十分必要，但同时也要看到，某些

时候，谣言的流行，与大众媒体报道的不及时、政
府信息的不公开有着直接的关系。媒体、政府未

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时，社会化媒体不得不

以“谣言倒逼真相”等方式扮演起特殊的角色，这

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公众

身上，并且指望以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解决一切

问题，显然有失偏颇。
公众媒介素养、传媒业者的媒介素养以及政

府机构与官员的媒介素养，这三者是同时存在、相
互依赖的三足鼎立关系。对于一个平衡的、积极

的信息传播系统来说，三者缺一不可( 图 1 ) 。而

其中，政府机构与官员的媒介素养起着更基础的

作用。

图 1 公众媒介素养、传媒业者媒介素养、政府机构

与官员媒介素养的内涵及关系

政府机构与官员的媒介素养首先表现为“管

理者”素养。一个正常的传播系统，需要信息传

播渠道的畅通，在中国，这种畅通的达成，主要取

决于政府所制定的传播政策和所提供的传播条

件，与传媒相关的机构及官员作为“管理者”的素

养决定了传播系统的“环境”质量。
作为传播系统管理者存在的政府机构与官员

只是少数，但所有的政府机构和官员都是传播系

统的“使用者”，而这种“使用”不同于普通公众对

媒体的“消费”，也不仅仅意味着对媒体的“利

用”。这种“使用”更多地是将媒体信息和公众舆

论作为衡量工作水平的参照，更作为改进工作的

动力。这种“使用”是以接受大众媒体和公众的

监督为前提的，因此，政府机构与官员必然会时时

处于新闻与舆论的风口浪尖，对此必须有清晰的

认识和足够的接受能力。政府机构与官员作为

“被监督者”和“使用者”的素养，决定了他们受益

于媒体的程度。
无论是作为“管理者”的政府机构及官员在

传播系统中的管理理念与方式，还是作为“使用

者”的政府机构与官员对媒体及公众舆论的态

度，都会直接影响公众对于政府整体管理水平与

社会发展的信心。所以媒介素养是政府管理与服

务能力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作为传播系统中的主要“生产者”，媒体人履

行自身职责的能力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

共信息产品的质量，这种信息产品一方面影响着

公众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另一方面影响着政府对

于社会状况的认知，对于政府机构与官员的舆论

监督，也是这种认知的一部分。尽管大众媒体有

着专业运营经验，有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从业

者，但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公众对媒体的要求越来

越高，媒体及从业者需要不断拓展自己，才能适应

形势的发展。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角色日益模糊，也在时时进行着相互转化，传媒人

也需要不时地把自己当作“消费者”，从公民新闻

的生产中吸取能量，这将促使传媒业者作为“生

产者”不断强大。
作为传播系统的主要“消费者”，公众享受着

公共信息产品，他们的“消化吸收”能力，决定了

信息产品的转化效果。
社会化媒体时代，公众作为“生产者”的角色

也日益突出，相应地，公众的话语权力也在与日俱

增。但这种权力的增强，也意味着责任意识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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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以及相应能力的提高，否则公众的话语权也有

可能被误用。
公众的媒介素养也与他们作为现代社会公民

的素养紧密相联，因为作为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

务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他们从媒体获得

有效信息、通过包括社会化媒体在内的公共话语

空间进行理性表达与交流的能力。这样一种素养

的培养与提高，不仅取决于公众本身，也取决于管

理者所提供的环境。
无论是哪种主体的媒介素养，都不仅仅是一

种传播素养，而是社会发展以及变革( 特别是政

治变革) 所要求的能力的某种体现。
媒介素养的内涵与构成的变化，有着相应的

社会背景。信息生产的素养成为普通公众的媒介

素养的一部分，是因为公民新闻得到认可与重视，

这是在新技术推动下媒体格局变革的结果，而它

的背后又有着更复杂的政治变革的因素。另一方

面，政府机构与官员的媒介素养问题日益得到关

注，也是我国原有的管理制度与管理理念遇到新

媒体挑战的结果，政府机构与官员的媒介素养教

育，也成为改革的一个部分。
因此，对媒介素养的认识，以及对不同主体的

媒介素养教育的普及，需要与社会变革的目标相

联系。媒介素养的不断提高，也应该有助于推动

相应改革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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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kinds of Media Literacy in Social Media Era and Their Ｒelationships

PENG Lan
(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media is not only changing the media industry and the society with a new information spreading model，
but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media literacy of public，media people，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the officials．
For the public，the media literacy in the social media time includes the literacy of media usage，information production，informa-
tion consumption，social communication，social collabor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media people should be trained to have
new abilities including abilities to understand and apply social media，abilities to use data and new technologies，and abilities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boundary of“the public”and“the private”in the social media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officials，the media literacy means the assurance of media’s right，the role of social media，the expressive right of public，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between media and the public，and improvement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penness system． The a-
bove three kinds of media literacy are three important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a balanced and dynamic information system．

Key words: social media，media literacy，citizen’s literacy，officials’media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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